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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俘获”:纵向制约机制下
政策执行的意外后果

———基于 G省 L村精准扶贫案例的研究

方 珂 刘晓婷 蒋卓余

内容提要: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是纵向制约机制在公共事务治理领域的运用，体现了上级政府政策一统
性与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制度张力。随着参与式扶贫理念的强化，贫困户被直接纳入到对基层扶贫人
员工作绩效的评价体系之中，并被赋予更强的把握政策信息的能力。相关制度安排的本意是提高行政发包的
效率。但是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部分贫困户利用指令性政策和“扶贫”话语对扶贫工作人员的约束，
在政策一统性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空间中谋取非正当利益的“平民俘获”现象。文章以 G 省 L 村为案
例，分析了“平民俘获”问题产生的条件与实现过程，进而重构政策执行的纵向制约机制，为构建贫困治理的
长效机制提供借鉴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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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精准扶贫自 2013 年提出以来一直是我国贫困治理的核心战略。在党中央的部署下，中国的贫困治
理在贫困人口数量减少和反贫困政策扩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截至 2020 年 11 月，全国 832 个
贫困县全部脱贫。同时，贫困治理机制也得到相应完善。以扶贫政策的执行为例，基层干部利用政策执
行权力和政策信息来源方面的绝对优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精英俘获”现象曾是制约政策瞄准的重要
因素。但是，随着村级治理机制的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的健全、参与式扶贫以及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系统
的推广，“精英俘获”问题得到部分解决，集中体现在低保“错保率”明显下降这一重要进步 ( 关信平，
2019) 。

自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阶段起，相关研究开始转向对扶贫治理过程的实践反思和经验总结。特
别是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逐步解决，如何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动力的问题逐渐成为焦点。“贫困户借牛套
取国家扶贫补贴款”①，“贫困户躺在政策上不劳而获，形成新的干群矛盾”②，“收入我能脱贫，但房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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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不进去，我就不会签字认可，就脱不了贫，就是要把你搞下岗”①，诸如此类报道频现于主流媒体。同
时，该问题也得到中央决策层的关注。国务院扶贫办、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等 13 部门联合发布《关
于开展扶贫扶志行动的意见》，强调从改进帮扶方式入手，杜绝“保姆式”扶贫和政策“养懒汉”的现象。
这些现象指向了同一个现实问题，即部分贫困户利用扶贫政策进行不正当谋利。区别于以往讨论强势
群体利用政策进行谋利的“精英俘获”现象，作为弱势群体的部分贫困户反而成为获利主体。借鉴“精
英俘获”的概念，本研究将这一现象界定为“平民俘获”。

由于城乡、区域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差距，中国的贫困治理一直沿用纵向制约机制，很早就有“分
权”传统。在精准扶贫政策推行以来，不论是中央政府对于扶贫政策框架的制定，还是各级地方政府对
于扶贫政策的执行，都体现了逐级发包的特点。然而，纵向制约机制下的扶贫政策执行在展示这一治理
框架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较高的行政效率时，也遇到相应问题。其中，随着参与式扶贫理念的改进，
扶贫政策在地化的情境发生新变化，“平民俘获”问题凸显，需要引起更多关注。在后扶贫时代，建立公
民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机制，将是反贫困长效机制形成的关键环节。

总体而言，中国的扶贫实践是在纵向制约框架下进行的，对于“平民俘获”现象的分析，需要回归到
对扶贫政策在纵向制约机制下执行过程的观察和剖析。文章基于 G 省 L 村的案例资料，分析扶贫政策
的执行过程，回答“平民俘获”的现象为何以及如何在这一组织机制下形成这一问题。具体而言，本研
究将集中解释以下问题: ( 1) 纵向制约机制在扶贫场域中呈现出什么特征和变化? ( 2) 这些特征和变化
何以引致“平民俘获”现象? ( 3) “平民俘获”在纵向制约机制下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二、从“精英俘获”到“平民俘获”:纵向制约机制的延展

(一)纵向制约机制:从国家治理到精准扶贫

中国的国家治理机制通过行政层面的地方分权，使得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形成“行政发包”的纵向
关系，进而提升治理效率( 周黎安，2014) 。这种上下分权的体制具有两个特征。首先，上级政府围绕公
共事务治理提出政策目标和指令性指标，并通过对各乡镇和职能部门提出各种任务和考核指标激励基
层行政人员( 荣敬本，2013) 。其次，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在地化的过程中被赋予“转译”中央决策的权
限以及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 吕方、梅琳，2017) 。纵向制约机制下的政策执行面临着政策一统性与执
行灵活性的组织悖论，并成为地方政府变通性执行的组织基础( 周雪光，2008) 。曹正汉( 2011 ) 从降低
治理风险的视角提出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认为只要不违背上级政府制定的大政方针，地方政
府就可以因地制宜灵活处置辖区内的民众事务。

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过程是纵向制约机制的应用场域，上级政府负责政策制定和绩效考核，地方政
府负责从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区整合等多个维度对贫困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吕方、梅琳，2017 ) 。李
振等( 2020) 用“条块并举”的概念阐述扶贫领域的多级发包关系，即中央到地方的各层级政府在“块块
维度”自上而下地出台工作计划，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各层级扶贫办在“条条维度”自上而下地
发布工作任务以多元化的考核指标。各级政府围绕扶贫任务形成一个逐级发包的纵向制约框架。

(二)纵向制约机制与“精英俘获”

公共资源分配是社会政策评估的核心问题。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资源配置存在瞄准偏差问
题，而“俘获”是解释瞄准偏差的重要视角。经典文献已经围绕“精英俘获”现象展开广泛讨论，指出享
有权力优势地位的少数精英能够通过操控信息限制他人参与占有公共资源( Conning ＆ Kevane，2002) 。
或者说，在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社会关系资源的强势群体，可能会利用公职人员政
策执行的“权宜之便”进行寻租，获取不正当利益( 蒋俊明，2013 ) 。该理论也被广泛运用于分析中国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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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扶贫实践，认为“精英俘获”的产生与精英群体掌握扶贫资源的发言权、实施权和处分权，更容易接
触到扶贫资源有关( 邢成举、李小云，2013) 。

究其原因，“精英俘获”现象与纵向制约机制密切相关。在传统治理情境下，基层政府掌握地方信
息，而上级政府对地方事务的了解依赖基层提供信息。因而，依靠信息优势，基层政府实际上具有与上
级政府进行博弈的能力。同时，在逐级发包的过程中，政策信息和政策资源也依靠纵向制约体制逐级传
递，基层政府垄断着辖域内的政策资源，并对资源分配的数量和性质有着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叶娟丽、
马骏，2003) 。对所辖居民而言，基层政府扮演着治理者的角色，能够通过资源分配的自由裁量权影响福
利和权益的投递，对居民进行奖惩( 韩志明，2013) 。

由此，在经典情境下，基层政府一方面在科层组织内部具有上下博弈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在资源配
置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掌握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社区精英，可以凭借所具有的社会资本来
谋取有利于自身的福利政策，形成“精英俘获”( 胡联、汪三贵，2017) 。

(三)民众参与和纵向制约机制的延展

对于“精英俘获”的上述组织学分析是在纵向制约机制的传统假设下进行的。在该假设下，政策执
行过程的研究局限在科层组织内部( 王诗宗、杨帆，2018 ) ，以科层组织为界，目标群体则被动地接受基
层政府传递的资源和信息。但是，这一机制将政策执行主体( 政府) 与政策对象( 民众) 割裂开来，可能
导致政策理念和政策目标的断裂和政策执行的失效( 薛立强、杨书文，2016) 。以扶贫政策执行为例，单
向度的科层制扶贫以及将目标群体视为“他者”的导向，会产生“群众缺席”，制约扶贫成效( 吴新叶，2018) 。

事实上，政策从设计到实施的过程，都是政策设计者与目标群体互动的实践过程，政策的实际效果
是这一互动关系和过程的产物( 毕向阳，2005) 。随着治理边界向政府组织外逐渐延展以及政策执行对
民众需求重视程度的逐渐提升，民众参与的范围和需求也在逐渐扩展( Bryson et al．，2014) 。随着政策
实践的推进，目标群体主体地位得到强化，民众参与的元素开始被纳入政策执行研究的视野，目标群体
行为与制度预期之间的遵从性成为政策有效执行的条件( Sabatier ＆ Mazmanian，1979) 。由此，除了“中
央与地方关系”的逻辑，纵向制约机制下的政策执行也涉及“国家与民众关系”的视角，即政策执行主体
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王诗宗、杨帆，2018 ) 。扶贫场域的政策执行也已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融入诸多民众参与的元素( 许汉泽、李小云，2019) 。

同时，政策执行环境也在变化。民众参与理念强化意味着政策信息公开化，与政策执行具有利益关
系的普通民众可以获得更多相关信息，参与政策执行过程( 胡宁生，1999 ) 。这种变化改变了经典情境
中上下互动的治理逻辑。首先，政策信息公开化使基层政府不能依靠信息优势奖惩普通民众，制约了其
自由裁量权的发挥。其次，民众在参与政策执行过程的同时也开始具有与政策执行者互动和谈判的空
间。在政策手段模糊和政策执行刚性不强的背景下，这种空间为民众创造了博弈的条件( 丁煌、定明捷，
2010) 。

由此，公共组织成员和外部民众之间可能形成复杂的关系模式，前者必须考虑民众对政策措施的反
应( 黑尧，2004) 。不过，民众参与也存在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在一些情境下，民众拥有的博弈空间和
纵向制约机制的延展成为诱致政策执行变通的重要原因。而当政策执行的偏移与普通民众的非正当谋
利行为联系起来的时候，纵向制约机制下的寻租主体就可能从“社区精英”转换为普通民众。研究者可
以借鉴“精英俘获”的理论路径，分析普通民众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寻租现象。

综上所述，纵向制约机制下的扶贫政策执行，展现了政策执行研究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到“国家与
民众关系”的视角延伸，以及民众参与政策执行从“精英俘获”到“平民俘获”的议题延展。但是这些扩
展性的探索还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建构。一方面，组织学的经典文献依然将纵向制约机制下的政策执行
研究聚焦于科层组织内部，相对忽视民众参与和政策执行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虽然扶贫政策执行过
程中的民众参与得到了强化，民众参与和政策执行之间的互动问题也逐渐显现，但是除了围绕强势群体
寻租的“精英俘获”，相关讨论还较为有限，并没有与组织学文献形成足够对话。因此，本研究以扶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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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执行为例，以参与式扶贫给既有纵向制约机制带来的新变化为背景，观察普通民众与政策执行主体之
间的互动过程，并聚焦于讨论普通民众在此过程中进行寻租的“平民俘获”现象，从而分析纵向制约机
制的新情境与新问题，拓展政策执行研究的视野。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平民俘获”是一个尚未被充分理解的现象，本研究选取启示性单案例研究方法( 罗伯特·K． 殷，
2017) ，目标是通过扶贫政策在纵向制约机制下的执行和互动过程，分析和解释普通民众利用政策执行
的内在张力进行非正当谋利的“平民俘获”现象。目前，学界对于纵向制约机制下政策执行的分析还聚
焦于科层体制内部的上下互动问题，尚没有围绕“国家与民众关系”进行深入讨论。

文章选取的 L村位于西南地区的 G 省，属于脱贫攻坚重点地区。该村辖有人口 1350 户，约 6200
人。2018 年人均年收入约 3000 元，2014 年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153 户，是所在县的贫困村。该村的
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为柠檬和百香果种植业。虽然没有一个村庄可以代表一个省，更不用说整个中国农
村( Li ＆ Walker，2018) ，但是 L村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贫困村的特质，并反映出脱贫攻坚工作的典型
特征。

首先，L村的扶贫工作体现逐级发包的特点。G省政府作为扶贫任务的承包者，制定和规划本省的
脱贫计划和考核目标，并将扶贫任务逐级分包给市、县两级扶贫办。后者又将任务转包给帮扶单位和村
委会。自 2015 年起，县政府开始加强该村扶贫工作，并派驻扶贫人员。目前，L 村的扶贫工作人员主要
包括村委会原有的 11 名工作人员和 3 名从县级单位派驻的扶贫干部( 其中一名为驻村扶贫队长) 。同
时，省市县扶贫办在向基层下达工作任务的同时，也通过明察暗访、工作报表等方式对工作进行考核。
其次，L村的扶贫工作具有统一的脱贫标准。L村主要遵循 G省“八有一超”的标准，对达标情况进行考
核，即要求达到有稳定收入来源且吃穿不愁、有住房保障、有基本医疗保障、有义务教育保障、有安全饮
水、有路通村屯、有电用、有电视看和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最后，L村扶贫政策执行过
程也突出“参与式扶贫”的理念。L 村明确对贫困户脱贫采取“双认定”的办法，即户主和验收工作队
员、帮扶责任人双方签名确认。由此，该案例较好地契合研究问题。

根据“三角检验”原则，本研究通过多种渠道搜集证据。首先，从 2018 年 6 月开始对驻村干部进行
追踪访谈，搜集案例资料。截至 2020 年 9 月，完成对 L村驻村扶贫队长的五轮访谈( 2018 年 6 月、2018
年 10 月、2019 年 1 月、2019 年 11 月和 2020 年 9 月) ，每次访谈时间约为 60 分钟;在 2020 年 9 月对 L村
的第一书记进行电话访谈，访谈时间为 47 分钟;同时，也对 L 村同省份的其他扶贫干部进行在线访谈，
每次访谈时间约为 30 分钟。其次，研究团队搜集了部分政策文本和统计图表，对 L 村所在县市的政府
网站和扶贫开发办公室网站进行持续关注，挖掘相关的政策信息和新闻报道。基于此，本研究获取了所
需资料。

四、“平民俘获”产生的条件:纵向制约机制的新内涵

L村扶贫政策执行的组织架构体现纵向制约机制的典型特征，即地方政府承接上级政府的发包，上
级政府则运用数字指标和明察暗访等手段对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进行考核。但不同于经典情境下基层行
政人员比上级政府更为熟悉地方信息，同时借助资源优势约束治理对象行为的特征，扶贫场域中的纵向
制约机制也发生一定变化。上级政府委派的考核小组更加了解基层信息，贫困户也具有更多的信息渠
道和影响基层扶贫人员的手段。这些变化本意是为提高治理效率，却也为“平民俘获”提供条件。

(一)不变的目标责任制和制度张力

严厉的目标责任制是纵向制约机制的重要载体。为提高发包效率，上级政府在下达任务的过程中
往往夹带硬性指标和政治压力，而下级政府则对相关数字指标承担行政责任( 周黎安，2014 ) 。扶贫场
域中同样存在“刚性”的指令性指标，需要基层扶贫人员尽力完成。在 L 村，上级政府对扶贫工作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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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主要遵照“八有一超”标准。其中，“贫困户必须参加医疗保险、贫困村必须通公路”是硬性指标。政
策要求贫困户全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贫困户有一个家庭成员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该户不得脱
贫;贫困村有一户的成员没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该村不能脱贫”。

在纵向制约机制下，与目标责任制相匹配的治理手段是不定期考核和督查机制。精准扶贫工作自
启动之初就寄托着中央政府的希望，在指定期限内完成脱贫任务是“自上而下”的目标。为了督促这一
工作的有效推进，上级政府通过考核和暗访进行监督。在 L村，上级政府的扶贫办和纪委等部门不定期
派工作人员对扶贫工作进行实地考察。基层扶贫人员一旦没完成工作任务，就会面临被问责的风险。

6 月份地区的人来村里对未脱贫 15 户进行了专项检查，7 月份隔壁县来了一次交叉检查。根据交
叉检查出现的问题，市里面专门有人来暗访，来的时候不会让我们知道。( 访谈资料: 20200914GX)

不过，由于中国区域众多，贫困状况因地域而异，基层治理情境千差万别，有效的治理手段也各不相
同。为应对治理情境的差异性，提高灵活处置辖区内民众事务的能力，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具有
自由裁量权。地方政府可以在大政方针和指令性指标的约束下，“转译”中央决策并自由选择政策手
段。在 L村，基层扶贫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依然存在，不过目标仍旧是完成约束性指标。例如，扶贫干
部称:

对于这笔扶贫款的用途，上级文件给了很多选择。不过，为了完成“八有一超”中“有贫困户的地方
必须通公路”的硬性指标，这笔钱大多数都是用来修路的。( 访谈资料: 20190105GX)

此外，新要素和新情境也开始出现，使纵向制约机制的实际运作体现出新特征，集中表现为民众参
与和获取信息能力的变化。

(二)变化的民众参与和信息能力

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政策本身和具体实施过程都融入了民众参与的元素，原有单向度“自上而
下”的政策执行框架逐渐发生变化。在经典情境下，纵向制约机制聚焦于上下级政府间多级发包的行政
关系，是在政府体系内部进行的，民众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消极的、被动的对象而存在。然而，在扶贫政策
执行的过程中，帮扶手册的填写和扶贫工作的考察都涉及贫困户的直接参与，贫困户实际上被纳入对政
策执行效果的考核监督中。因而，相对于一般情境，扶贫场域中的民众参与更加普遍，使得参与绩效考
核的主体延展到政府体系之外。这种变化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民众反馈对基层扶贫人员绩效的影响增
强。在 L村，贫困户具有直接向上级政府反馈意见的渠道，而他们的意见与基层扶贫人员的绩效直接
挂钩。

帮扶手册需要贫困户签字。另外，省和市里的扶贫办也经常来村里进行暗访。督察组来了就会直
接去贫困户家中，问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扶贫干部有没有去关心他们。如果贫困户在暗访的时候说工作
人员没有去看望过他，那么结对的工作人员是要被问责的。( 访谈资料: 20180607GX)

此外，基层扶贫人员和贫困户之间掌握信息的相对能力也在发生变化。在经典情境下，由于治理信
息深受地方社会情境的影响，并且政策信息在科层组织内部“自上而下”地传递，基层政府相对于上级
政府和治理对象都具有信息优势。此时，政策执行人员可以通过将信息提供给部分治理对象或隐瞒，从
而对后者进行奖惩和约束。但在扶贫场域中，基层扶贫人员与贫困户之间的相对信息能力发生变化。
一方面，贫困户掌握政策信息的渠道增加，打破了基层扶贫人员对信息的垄断。按照 G 省“政策宣传到
村到户”的统一部署，各镇各单位、各贫困村的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员和帮扶联系人都被要求向贫困户
面对面讲解精准扶贫政策。L村的扶贫干部称:

县里从机关工作人员中给每户都派了一对一帮扶人。经过培训之后，他们要入户进行扶贫政策宣
讲。当然，扶贫干部自己也要入户宣传。所以，贫困户对于相关政策是很清楚的。 ( 访谈资料:
20180607GX)

另一方面，基层扶贫人员对贫困户相关信息的掌握能力依然遭受客观限制。即便地方政府开始运
用入户调查、大数据、第三方评估等手段加强对贫困户家庭信息的核查，普遍存在的非正式收入、隐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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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依然无法被制度化的技术手段识别。在 L村，贫困户收入信息的核查和统计是扶贫政策瞄准和绩效
评估的基础，但是这在实践中常常很难实现。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无法被技术手段核实的信息资源，甚
至成为部分贫困户“要挟”基层扶贫人员的筹码。L村的扶贫干部表达了这样的苦恼:

贫困户的收入信息表格需要对方签字，如果“填高”了，他就不签字。比如有户户主是干建筑工的，
但他说自己一个月的收入就 300 块。300 块! ! ! 你信吗? 可是人家硬是说就是这么多。由于他们这种
收入都是日结和现金支付的，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明他说谎。( 访谈资料: 20181009GX)

可见，在扶贫场域中，纵向制约机制既延续上下级政府间的行政发包关系和目标责任制，同时也将
贫困户直接纳入到对基层扶贫人员工作绩效的评价体系中，并强化对贫困人口的政策信息宣传工作。
客观上，让贫困户直接参与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可以使贫困户成为监督和约束扶贫人员的主体，强
化对扶贫人员工作的监督;对贫困户进行政策宣传也可以提高政策知晓度，提升治理效率。然而，在扶
贫政策逐步扩展、贫困户基本权利日益强化的同时，政府相应的福利治理能力却没有得到足够提升。这
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扶贫场域中纵向制约机制的现实基础发生微妙变化，成为催生“平民俘获”的
条件。

五、“平民俘获”的具体表现

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和参与式扶贫理念的强化，扶贫场域中的权利和地位关系发生了变化。在扶
贫话语下，贫困户脱贫是一项“刚性”的政治任务，“八有一超”的标准是扶贫资源配置的首要导向，而
“政策宣传到村到户”的统一部署则打破了政策执行者的信息优势。由此，贫困户的权利和地位得到强
化，并在“普通民众与政策执行者”的关系中掌握更多谈判空间。在公共治理能力增长与福利权利扩展
不匹配，特别是对于福利权利的约束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部分贫困户利用扶贫政策进行不正当谋利的
现象开始出现，即本文所界定的“平民俘获”。L村的案例可以呈现其表现形式。

(一)施压: “平民俘获”的资本

“平民俘获”的资本与扶贫政策在纵向制约机制下的执行过程密切相关。贫困户进行不正当谋利
的起点是借助政策对基层扶贫人员施压。在 L村，由于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
是脱贫的硬性指标，基层扶贫人员必须想尽办法帮助贫困户增收，并在得到贫困户的签字确认后向上级
政府汇报成果。但是，收入信息掌握在贫困户手中，基层政府缺乏准确核查贫困户收入的手段，且相关
表格需要贫困户签字确认，因而贫困户掌握影响基层扶贫人员工作目标实现的主动权。L 村的扶贫干
部表达了这样的苦恼:

问题在于贫困户说谎了也难以甄别。比如说收入核查，因为很多工地都是日结，根本不经过银行，
所以没法通过银行系统核查。这样一来，贫困户就会要求你按照他自己说的填报。要是收入填高了，人
家看到直接不签字，到时候督察组下来又问责你。( 访谈资料: 20181009GX)

可见，难以甄别的收入成为部分贫困户谋取不正当收益的信息优势。而它之所以能够转换为向基
层扶贫人员施压的资本，还与压力型体制下的问责压力和参与式扶贫下的政策宣传有关。一方面，贫困
户脱贫和“八有一超”标准的实现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一旦这项指标无法及时完成，基层扶贫人员
就会面临被问责的风险。另一方面，得益于“政策宣传到村到户”，贫困户越来越了解政策信息。在 L
村，贫困户对于扶贫政策的细节( 包括扶贫工作人员的考核目标) 非常清楚，并且他们在考查组面前对
基层扶贫人员的评价会直接影响上级政府对后者的问责。L村扶贫干部说:

他们也很清楚政策。他知道，“我不参加医保，你就不能完成任务;我在考查组面前说你不关心我，
你就得被问责”。( 访谈资料: 20180607GX)

总之，“八有一超”标准和贫困户脱贫是关系到基层扶贫人员工作绩效的“刚性”指标。基层扶贫人
员面临被问责的压力。同时，贫困户也获得影响基层扶贫人员指标达成和问责回避的能力。这种安排
本是为提高贫困户的主体地位，但部分贫困户把它当做向基层扶贫人员施压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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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谋利: “平民俘获”的具体表现

扶贫政策执行延续纵向制约机制中“政策一统性”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制度张力。不同的是，扶
贫政策宣讲和政策供给是政治任务，是无法由基层扶贫人员根据贫困户特征而实施奖惩的“刚性”资
源。相反，贫困户则具有更多的施压资本。由此，政策供给的制度张力没有改变，而博弈双方的权利地
位则发生了微妙变化。基层扶贫人员不再能够利用资源和信息优势来约束贫困户，而部分贫困户却通
过对基层扶贫人员施压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平民俘获”的谋利行为体现为“占便宜”和“共谋”两种
形式。

1．占便宜
贫困户的参与、配合和反馈与基层扶贫人员的工作绩效直接相关，是后者满足“政策一统性”的必

要条件。由于脱贫是一项政治任务，基层扶贫人员不具备运用信息和资源优势约束贫困户的条件。因
而，虽然基层扶贫人员具有灵活运用扶贫政策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自由裁量权”实际
失去了约束贫困户行为的功能。不过，“政策一统性”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空间却可以被部分贫
困户“俘获”为不正当谋利的空间。在 L村，“八有一超”是考核基层扶贫人员工作绩效的指标，而基层
扶贫人员在危房改造等具体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具有“自由裁量权”，二者之间体现制度张力。在此背
景下，部分贫困户以配合指令性政策为条件来争夺其他政策优惠，要求基层扶贫人员在自由裁量空间中
为自己谋利，从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占便宜”。L村的扶贫干部描述了这样的情景:
“八有一超”要求贫困户的所有人都参加医疗保险。但是现实就是有些真的没钱交，然后有些人就

是有钱也不交。我们去做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说要把危房改造名额给他，不然就不买。( 访谈资料:
20180607GX)

2．共谋
如果说“占便宜”的机制只是通过在自由裁量空间中争取政策优惠进行谋利，那么“共谋”机制则将

谋利对象扩展到政策允许的范围外。在部分情境下，即便扶贫人员将政策优惠全部给到，贫困户也依然
无法满足。L村有这样的案例:

贫困户脱贫的硬性指标包括有住房保障。对此，我们有个危房改造政策，补贴大概是 5 万元。但是
有个贫困户在建房的时候就一直给村干部提要求。钢筋要 18 毫米以上的，房子基础要 6 条柱子( 商品
房都没那么大) ，反正我一个人抱不拢，水泥必须用商品浆，沙子必须用河沙，门必须订做……最后 108
平方米的房子村干部付了 13 万元，补贴完还差 8 万元，他自己出了 2． 5 万元后就说没钱了，不愿意还。
但是没办法，今年要全面脱贫，不帮他建好房子，他就住危房，就没法脱贫。( 访谈资料: 20200913GX)

虽然这类行为无法通过正常的政策供给来满足，但是如果发生贫困户在督查组面前“说坏话”或者
不配合脱贫的情形，基层扶贫人员依然面临着问责风险。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督查组不定期对贫困户家
庭进行走访，并且将反馈和评价与基层扶贫人员工作绩效相联系。其本意是为推动扶贫工作，但部分贫
困户要求扶贫人员“自掏腰包”来换取“好话”，而扶贫人员“送温暖”与贫困户“说好话”之间甚至也形
成了一种利益互换式的“共谋”机制。例如，基层扶贫人员定期走访贫困户是既定的工作内容，而后者
在帮扶手册上的签字以及在督察组面前的反馈则是检验这项工作进行情况的重要依据。但是，部分贫
困户以签字和“说好话”为条件向基层扶贫人员“索要好处”。L村的扶贫干部指出:

有些贫困户，你不买点东西去探望他，他在帮扶手册上就不给你签字。有的贫困户就说，不给他几
百块钱，他就不帮你签字。就是一句话，不满足他的要求就不配合你。为了防止有些贫困户在检查组面
前说帮扶人一次都没有来看过他，帮扶人不光得去走访贫困户( 工作内容) ，有的还得自己掏腰包给贫
困户“送礼物”啊。这个钱是自己掏腰包的，送点牛奶、水果啊，而且基本上去一次就要给，一个月一次。
( 访谈资料: 20181009GX)

又如:
我帮扶的那户，从来不交医保，即使后面政府有报销也不交。但是贫困户有医保是脱贫的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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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那户 10 个人，每年 250 元每人的医保，我连续给交了两年。( 访谈资料: 20180607GX)
实际上，不论是贫困户以配合指令性政策为条件来争取政策优惠的“占便宜”行为，还是贫困户以

签字和“说好话”为条件来换取好处的“共谋”行为，都延续了“平民俘获”的根本逻辑，即在基层扶贫人
员不能运用“自由裁量权”对目标群体进行约束的情境下，“政策一统性”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空
间反而为部分贫困户不正当谋利提供了空间。

六、总结与讨论

纵向制约机制的初衷是通过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来降低风险。但基于对 L 村扶贫案例的分析，
文章发现纵向制约机制在扶贫场域中产生新变化，“平民俘获”成为一种意外后果。“平民俘获”现象的
产生与纵向制约机制下政策执行的特点密切相关。其一，严格的目标责任制以及“政策一统性”与“自
由裁量权”之间的制度张力，原本是为提高行政发包的效率，但同时也给“平民俘获”提供了空间。其
二，参与式扶贫将民众纳入对基层扶贫人员工作的考核体系中，并强调政策信息的宣传，冲击了原有纵
向制约机制的制度逻辑，但也为“平民俘获”提供了条件。其三，部分贫困户运用上级政府指令性政策
与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制度张力，以配合完成刚性指标为“条件”进行不正当谋利，最终形成“平
民俘获”的现象。

因此，文章基于对“平民俘获”的分析重新建构纵向制约机制的新内涵( 见图 1) 。左图中上级政府
的权力大于基层政府，而基层政府制约政策对象。这是传统情境下的力量对比。基层政府自由裁量权
的一个体现是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对政策对象奖惩并施。这也是“精英俘获”发生的条件。右图中上
级政府的权力大于基层政府，但政策对象的力量明显增强。这是“平民俘获”发生时的情境。在这一情
境下，民生话语的强化提升了公民权的保障程度，基层政府扶贫政策的递送成为刚性的“政治任务”。
同时，由于上级政府通过明察暗访、填写扶贫手册等手段赋予政策对象对基层政府进行绩效评价的权
利，政策对象和基层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形成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新模型在传统的纵向制约机制
模型基础上增加了扶贫对象与上级政府之间直接沟通和信息反馈机制，扶贫对象的满意度成为基层政
府绩效评价的重要指标，扶贫对象构成了基层政府和基层扶贫人员权力约束的新主体。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图 1:“平民俘获”对纵向制约机制的重构

“平民俘获”也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构成了挑战。一方面，部分贫困户借用政策压力进行不正当
谋利，冲击了公共资源正常的分配逻辑，给基层政府和扶贫人员带来了额外“压力”。另一方面，“平民
俘获”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滋生了部分贫困户的“依赖”心理，从而制约贫困治理的良性发展。随着反贫
困工作的推进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绝对贫困问题已被根除，但是“包办式”与“保姆式”的扶贫模式，
以及贫困群体将个人问题社会化并依赖政策的问题也逐渐引起反思。贫困治理也应当强调贫困群体自
身的责任与能动性，增强后者的内生动力，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此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民众对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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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的评价与后者的考核直接相关，但是相关治理体系建设则相对滞后。上级政府和地方治理情
境之间依然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平民俘获”现象甚至也可能使基层扶贫人员
遭受冤屈，挫败其工作积极性。
“平民俘获”现象是在国家“扶贫”话语和扶贫政策扩展的背景下出现的。在“十三五”时期，社会政

策围绕基本民生和“底层福利”集中发力，推出“精准扶贫”和“健康中国”等一系列战略部署，拓展普通
民众的福利权利。民生话语和福利权利的强化，为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政策执行过程提供了更多空间，从
而使原有单向度“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框架发生了变化。但是，现有政策对福利对象义务和约束的制
度设计以及针对基层行政人员的考核和容错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政策关注点还较少涉及民众的
“义务”，对“权利—义务”平衡的关注较少。在此背景下，原有纵向制约机制内的制度张力有可能会被
部分民众俘获，从而形成后者以配合完成刚性指标为“条件”进行谋利的“平民俘获”问题。这一问题实
际上是部分民众利用政策进行寻租的行为，可能对社会福利和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构成威胁。

总的来说，“平民俘获”引发关于新治理情境下政策执行过程的思考。既有纵向制约机制研究围绕
各级政府内部的发包、转包和承包关系进行，更多涉及政策执行在政府体系中的“上下互动”问题，其背
景是普通民众在较长时间内对政治事务的参与不足。但是，当下的公共治理是在信息充分通畅的情境
下进行的。以扶贫政策执行为例，参与式扶贫理念带来政策信息的透明化和政府绩效评价的多元化。
为此，“十四五”时期的政策设计和治理研究需要关注治理情境的新变化，推进相应制度建设和完善，规
避“平民俘获”这样的非本意后果。例如，可以在强化民生保障政策供给的同时，建立基层行政人员的
尽职免责机制，对已按规定履行职责、因非主观原因出现偏差的行政人员，开放尽职免责的申请渠道。

需要说明的是，文章并不否定纵向制约机制在扶贫实践中的作用和贡献，它讨论的是精准扶贫给纵
向制约机制下的社会政策执行所带来的新情境和新变化。受制于访谈资料，文章尚没有对现象背后的
政策过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只是围绕部分贫困户利用制度张力进行不正当谋利的切口提出一个新问
题。精准扶贫是中国社会政策领域中的一次新的大型实践，带来了许多可供研究的经验现象。这就需
要我们探讨新情境对既有研究的挑战，以回应新的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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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ian Capture”: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under the Longitude Ｒestriction Mechanism:

A Case Study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L Village of G Province

Fang Ke，Liu Xiaoting ＆ Jiang Zhuoyu
(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Abstract: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re implemented under the model of the longitude restriction mechanism，which
demonstrates the institutional tension between policy consistency and discretion．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articipatory pover-
ty alleviation concept，the poor groups are given access to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staff and are given
the ability to grasp more policy information． This is meant to improve efficiency． However，the phenomenon of“civilian capture”
appears． Some poor groups exploit the mandatory policies and the“poverty alleviation”discourse to seek unfair benefits through
institutional tension． This study，on the basis of the field survey and case interview from L village of G province，analyzes the pat-
tern and long － term mechanism of this phenomenon．
Key word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Longitude Ｒestriction; Civilian Capture; Long － term Mecha-
nis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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